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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２１７位员工为调研对象， 探究精神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影响机制， 结果显示精神

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偏离行为产生负向影响； 员工心理韧性在两者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员工集体主义价

值观在两者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即员工集体主义价值观越高， 精神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负向

作用越强。 研究表明， 考虑心理韧性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两个重要因素， 可以更好地解释精神型领导对员

工工作偏离行为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论对增强精神型领导的有效性以及减少员工工作偏离行为提供理论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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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工作偏离行为给员工和组织带来巨大的心理损失和经济损失， 成为一个看不见但又普遍存在的社会

问题［１］。 工作偏离行为不仅会影响员工自身的工作绩效， 更会影响到企业中其他员工和整个企业的绩效，
因此， 工作偏离行为成为企业重点关注和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员工工作偏离行为受到员工个体特

征和企业环境因素的影响， 其中领导风格的影响尤为重要。 以往的研究结果显示： 伦理型领导［２］、 服务

型领导［３］等领导风格对员工工作偏离行为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领导不正直的指导行为容易使员工产生

工作偏离行为［４］。 尽管研究者对不同领导风格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关系展开了初步探讨， 但鲜有研究

考虑领导者的精神信念在降低员工负面行为方面的积极效果。
精神型领导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作为精神性、 积极心理学和领导学的交叉研究主题， 其包含的价值

观、 态度和行为可以满足员工的精神需求， 增强员工的精神力量［５］， 并且通过卓越的组织愿景、 希望或

信念、 利他之爱等鼓舞和激励员工， 使员工积极工作， 增强员工的组织承诺［６］。 精神型领导向员工传递

一系列的积极情感， 由内而外引发员工行为的改变， 促使员工实施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积极行为， 同时减

少员工进行有损企业利益的消极行为。 然而， 目前有关精神型领导对负面组织行为的影响研究相对匮乏。
因此， 本文探讨精神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关系可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另外， 精神型领

导通过建立企业愿景、 为员工建立希望或信念、 展现利他之爱等内在地激励员工， 使员工保持积极正面

的情绪， 提升员工心理韧性， 而拥有高水平心理韧性的员工会以乐观的心态看待和解决问题， 从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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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工作偏离行为。 本文在探究精神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作用关系时， 将心理韧性作为它们

两者间的中介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 情境因素会对领导效能产生影响， 员工集体主义价值观调节着组织

中员工的态度和行为， 高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员工具有更高的工作责任感和团队精神， 易于认同精神型领

导的价值理念， 有助于精神型领导效能的有效发挥。 因此， 本文探究中国情境下员工集体主义价值观是

否调节着精神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作用关系。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精神型领导研究综述

在知识经济时代， 企业员工不再局限于追求物质方面的满足， 他们希望通过工作寻求人生的价

值和意义， 以实现自身的精神需求。 针对工作场所的精神性， 特别是精神型领导对员工和组织产生

的影响 ［７－９］ ， 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精神型领导反映了在人本管理的时代背景下， 组织内在地激

励员工使其充分发挥自我并实现卓越的个体绩效对领导提出的新要求， 是学术界领导研究领域的前

沿主题 ［１０］ 。
精神型领导强调员工内在的精神需求， 而不仅仅注重员工在工作场所的技能和能力［１１］。 弗赖伊

（Ｆｒｙ， ２００３） 将领导力和精神性进行整合研究， 认为精神型领导是指使成员获得精神性存在、 生命意义感

而进行内在激励的领导方式， 包含愿景、 希望或信念、 利他之爱三个维度［１２］。 精神型领导具有显著的特

征： 首先， 精神型领导不仅满足员工物质层面的需求， 更注重其精神层面的需求； 其次， 精神型领导具

有激励性， 在满足员工精神层面需求的基础上， 能够内在地激励员工。
目前， 精神型领导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 张军成和凌文辁 （２０１１） 基于工作场所精神性的视角， 提

出领导者的精神智力可能对精神型领导质量产生积极影响［１０］。 陈和李 （Ｃｈｅｎ ＆ Ｌｉ， ２０１３） 认为影响精神

型领导的因素包括追随者自我概念、 文化和管理地位［１３］。
精神型领导的有效性表现在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 个体层面， 精神型领导促进员工的身心健康、 工

作满意感和工作绩效［１４］， 并且正向影响员工的亲环境行为［１５］、 组织公民行为［８］、 情感承诺［１６］、 创新行

为和员工职业发展［１７－１８］； 另外， 精神型领导通过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对员工主动行为产生正向影响［１９］。
组织层面， 精神型领导能提高组织学习能力和组织绩效［２０］， 有助于组织人力资源开发； 精神型领导的管

理模式也可以应用于家族企业， 有助于家族企业传承、 管理家庭和企业之间的冲突［２１］。
综上可知， 精神型领导影响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员工的创新行为、 组织公民行为、 主动行为等积

极行为方面。 由于精神型领导具有积极的影响效果， 有助于降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 因此， 本文探究精

神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影响机制， 有助于拓展精神型领导的影响效果研究。
（二） 精神型领导与工作偏离行为

工作偏离行为是指一种违反组织规范并且危害到组织或其成员利益的行为［２２］， 具体表现在工作中辱

骂或取笑他人、 使同事难堪、 偷懒、 擅拿公司财物等。 精神型领导具有精神性和内在激励性， 更关注员

工的精神需求， 而不是物质需求， 通过认同和尊重员工， 满足员工内在的心理需要， 进而影响员工行为。
精神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影响效果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由于产品开发周期的缩短和竞争策略的迅速过时， 领导者不得不更加关注组织未来的发展方

向， 愿景成为领导学研究的重要课题［２３］。 精神型领导为员工建立美好的愿景， 描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
预期将来能够实现的目标［２４］。 强大的愿景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体现了崇高的理想， 赋予员工工作意义，
激发员工工作动力， 激励企业员工更加积极地工作［２５］。 当员工愿意为了企业的愿景共同努力时， 他们就

会减少一些不利于企业愿景实现的消极行为， 如上班迟到、 有意减少自己的工作时间等工作偏离行为，
最终实现个人和企业的共同目标。

第二， 希望是指对愿望能得到满足的渴望， 信念给希望增加了确定性。 这种坚定的信念并不是没有

经验依据， 它是基于价值观、 态度和行为， 表现出对理想和预期的确定和信任［２６］。 “皮格马利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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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我预期理论表明， 希望和信念可以传递一种个体行为改变的能量。 精神型领导将愿景转化为具有挑

战性且可行的目标， 对员工给予希望和充分的信念， 使员工感觉到获得了组织支持， 从而增强了自我价

值感， 对所从事的工作充满信心， 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 并尽力达到组织的期望［２７］， 自然就会减少

一些阻碍组织发展以及有损组织利益的工作偏离行为。
第三， 精神型领导的利他之爱是指整体意义上的和谐感和幸福感， 源于关心和欣赏自我以及他人的

过程［２８］。 关心和赞美是人类本性中深刻的渴求， 精神型领导欣赏员工， 把赏识作为员工工作中的一种精

神需要， 领导关心和欣赏员工会使员工心情愉快、 工作更加积极， 用更好的工作成果回报领导［２９］。 利他

之爱是一系列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使得员工从内心认识和肯定自我， 与组织中其他人建立和谐友好的

关系， 乐于分享和奉献［３０］， 蕴含着友好、 无私、 善意、 认可、 正直等积极情感， 这些积极情感能够缓解

员工的负面情绪， 増强员工的组织归属感， 使员工乐于为组织承担责任， 减少违反组织规定的工作偏离

行为。 由此， 提出假设 Ｈ１。
Ｈ１： 精神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偏离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三）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心理韧性作为个人自身的一种能力或品质， 是指个体能够承受压力或逆境， 身心不会受到不利环境

影响， 同时表现出较少的不良行为并保持健康心理状态［３１－３２］。 在企业的大环境中， 领导作为组织的重要

成员， 是与员工交互影响的主要人物， 可以提高员工的心理韧性。 研究证实， 精神型领导能够帮助塑造

员工的自我意识， 在工作场所引入精神型领导可以促使员工发展自身积极的心理特征［３３］。 精神型领导关

注员工心理健康发展， 满足员工的精神性需求， 本文认为精神型领导可能会对员工心理韧性产生积极影

响。 具体为： （１） 精神型领导通过向员工描述公司的发展目标和前景， 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激励组

织中的员工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使得员工心中拥有积极合理的期望， 而积极合理的期望、 有意义的

工作机会等是构成心理韧性的外部支持因素［３０］。 （２） 希望和信念是组织愿景实现的重要根源， 有着希望

和坚定信念的员工在实现公司目标的过程中， 能更好地面对负性压力、 承受折磨和痛苦， 用积极的心态

对待困境， 有助于提升员工心理韧性［３４］。 （３） 精神型领导的利他之爱会促使组织内部建立良好的沟通渠

道， 促使领导者关注下属的精神需求［１５］。 利他之爱能让员工从内心认识自我并与他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

系， 使员工产生乐于分享、 积极奉献的工作态度和正面情绪［３５］， 创造有助于员工心理发展的良好氛围，
提升员工的心理韧性。

心理韧性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 积极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是心理韧性的有效性因素， 心理韧性对员

工的心智模式和行为模式有着显著影响［３６］。 研究指出， 员工积极的心理品质对其工作态度和行为有着显

著的预测效果［３７］。 高心理韧性的个体使用积极情绪从压力事件中振作起来并从中发现积极意义以恢复到

最佳状态。 当员工具有高水平的心理韧性时， 员工面对生活是乐观的、 充满活力的， 能够灵活适应高度

变化和不确定的组织环境［３８］， 这些正面情绪会使得员工倾向于对周围的事件予以正面评价并积极接受和

响应， 在团队沟通过程中从积极方面解读同事和领导提出的建议， 面对冲突时也会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去

解决问题， 降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发生概率。 此外， 心理韧性水平高的员工会通过自我解释机制消除

外在事件引发的种种负面情绪， 避免自我封闭［３９］， 降低与组织的对抗倾向以及同事间人际冲突， 大大减

少了工作中的偏离行为。 由此推断， 精神型领导有可能通过提升员工的心理韧性水平来降低员工工作偏

离行为。 由此， 提出假设 Ｈ２。
Ｈ２： 心理韧性对精神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
（四） 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调节作用

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个体认为自己在社会群体中与他人相互依存的程度， 是最为广泛研究的文化维度

之一［４０］。 相较于更关心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而言， 拥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员工通常更关心他人的

利益， 会将自己看成是组织中的一员， 而不是单独的个体［４１］。 在高集体主义的中国社会， 集体主义作为

员工的文化价值观， 已成为一种非正式制度， 在无形中约束并调节着组织情境中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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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４２］。 领导行为的有效性受到员工价值观的影响， 集体主义价值观影响着员工对精神型领导在赋予员

工工作意义、 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等方面的接受程度， 进而影响精神型领导在降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方

面的积极作用。
高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员工重视和组织间友好关系的建立， 他们的行为更容易受组织规范以及成员身

份的责任和义务的影响， 并且倾向于与组织保持一致， 关心同事， 在工作上帮助他人［４３］。 精神型领导理

论发展于内源性的激励模式， 强调生命的目的和意义， 遵循内在信念和成长意识以及持续自我感知的能

力， 通常表现出和谐、 爱、 同情、 团结、 和平、 诚实和正直的价值观［６］。 员工与领导价值观的匹配使得

员工更容易认同领导的观点， 向着领导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高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员工能够与组织内的其

他成员有效沟通， 帮助员工建立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 包括对领导、 同事的信任和对整个组织的信任，
依据社会交换理论和心理契约理论， 这种信任关系有助于员工减少不利于组织发展的工作行为［４４］。 精神

型领导尊重员工， 表现出对员工工作的支持和关怀， 营造让员工愿意为之积极主动奉献的组织氛围［３６］，
符合高集体主义价值观员工的心理预期和角色定位， 使员工内心更愿意认同自己的工作， 愿意主动承担

责任［４５］， 进而在工作中约束自己的偏离行为。 因此， 对于高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员工而言， 精神型领导予

以精神支持、 赋予工作意义、 通过愿景、 希望或信念、 利他之爱去激励员工， 使员工的工作行为更多地

符合组织规范， 在工作中尊重他人， 按照领导的指示做事， 不以各种理由推脱完成工作， 减少了工作偏

离行为。 相反， 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员工在面对工作情景时， 所做出的行为更多的是考虑个人利益， 而

不是集体和他人的利益， 他们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 更愿意主导自身行为， 这与精神型领导的利他之爱

理念存在矛盾之处［９］。 由于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员工强烈的自我主导意识， 他们不容易接受和响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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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假设模型

型领导的激励行为， 难以使自身的行为从以自我利

益出发转变为以符合组织期望为目标， 很容易在工

作期间表现出无视组织规章制度、 不按领导指示办

事等工作偏离行为。 由此推断， 员工较低的集体主

义价值观会削弱精神型领导对工作偏离行为的抑制

作用。 由此， 提出假设 Ｈ３。
Ｈ３： 集体主义价值观在精神型领导与员工工作

偏离行为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模型如图 １所示。

三、 样本与变量

（一） 研究样本

研究样本主要来自上海、 北京、 天津、 山西等地区的企业。 调查问卷总共发放 ２８８份， 回收到 ２６０ 份

问卷， 剔除无效问卷获得 ２１７份有效样本。 其中， 男性占 ４３􀆰 ３２％， 女性占 ５６􀆰 ６８％； 年龄以 ２５ 岁及以下

居多， 占 ４６􀆰 ５５％； 学历以本科为主， 占 ５２􀆰 ０７％。 样本情况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样本情况

变量 数量 比例

性别 男 ９４ ４３􀆰 ３２％

女 １２３ ５６􀆰 ６８％

年龄 ２５岁及以下 １０１ ４６􀆰 ５５％

２６～３５岁 ７７ ３５􀆰 ４８％

３６～４５岁 ２９ １３􀆰 ３６％

４６岁及以上 １０ ４􀆰 ６１％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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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续）

变量 数量 比例

学历 大专 ６５ ２９􀆰 ９５％

本科 １１３ ５２􀆰 ０７％

硕士 ２３ １０􀆰 ６０％

博士 １６ ７􀆰 ３８％

（二） 变量测量

精神型领导采用弗莱伊等 （Ｆｒ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开发的量表［４６］， 共 １７个题项， 如 “我所在的工作小组

有对愿景的陈述， 可以让我表现最佳”； “我相信我的组织， 并且愿意不惜一切来完成组织目标”； “我的

组织对它的成员很善良和体贴， 在他们遭受痛苦时， 总会有所表示”， 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为 ０􀆰 ８４， 具有

较高的信度。
工作偏离行为借鉴托等 （Ｔｈａ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编制的量表［４７］， 共 ８ 个题项， 如 “我不会在工作中辱

骂他人”； “我不会在工作期间休息超过规定的时长”； “我不会忽略领导的指示做事”， 量表的克朗巴哈系

数为 ０􀆰 ９０， 信度较好。
心理韧性是从卢桑斯等 （Ｌｕｔｈａｎ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的心理资本量表提取的心理韧性维度［４８］， 共 ６ 个题

项， 如 “我通常对工作中的压力泰然处之”； “在工作中， 我无论如何都会去解决遇到的问题”， 量表的克

朗巴哈系数为 ０􀆰 ７２。
集体主义价值观采用的是奥瑟曼 （０ｙｓｅｒｍａｎ， １９９３） 开发的量表［４９］， 共 ９ 个题项， 如 “相比团队外

部成员， 我觉得与团队内部成员更亲近”； “我的行为会与团队荣誉保持一致”， 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

为 ０􀆰 ７４。

四、 结果分析

（一）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精神型领导、 心理韧性、 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工作偏离行为变量间的区

分效度。 从表 ２可以看出， ４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 （χ２ ／ ｄｆ ＝ ２􀆰 ０２；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６； ＧＦＩ ＝ ０􀆰 ９４； ＩＦＩ ＝ ０􀆰 ９４；
ＴＬＩ＝ ０􀆰 ９２； ＣＦＩ＝ ０􀆰 ９４） 优于其他模型， 表明本文的 ４个变量区分效度良好。

表 ２　 区分效度检验

模型 χ２ ／ 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ＧＦＩ Ｉ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４因子 ２􀆰 ０２ ０􀆰 ０６ ０􀆰 ９４ ０􀆰 ９４ ０􀆰 ９２ ０􀆰 ９４

３因子 ２􀆰 ２０ ０􀆰 ０７ ０􀆰 ９３ ０􀆰 ９３ ０􀆰 ９１ ０􀆰 ９３

２因子 ４􀆰 １４ ０􀆰 １２ ０􀆰 ８７ ０􀆰 ８０ ０􀆰 ７５ ０􀆰 ８０

１因子 ７􀆰 ３８ ０􀆰 １７ ０􀆰 ７４ ０􀆰 ５９ ０􀆰 ５０ ０􀆰 ５９

（二） 相关分析

本文采用软件 ＳＰＳＳ１８􀆰 ０进行相关分析， 从表 ３可以看出， 精神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显著负相

关 （ ｒ＝ －０􀆰 １７， Ｐ＜０􀆰 ０５）； 精神型领导与员工心理韧性显著正相关 （ ｒ＝ ０􀆰 ３３， Ｐ＜０􀆰 ０１）； 员工心理韧性与

员工工作偏离行为显著负相关 （ ｒ ＝ －０􀆰 ２７， Ｐ＜０􀆰 ０１）； 集体主义价值观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显著负相关

（ ｒ＝ －０􀆰 ４３， Ｐ＜０􀆰 ０１）。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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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 性别 １􀆰 ５７ ０􀆰 ５０

２􀆰 年龄 １􀆰 ７６ ０􀆰 ８５ ０􀆰 ２５∗∗

３􀆰 学历 １􀆰 ９５ ０􀆰 ８４ ０􀆰 ０６ ０􀆰 １９∗∗

４􀆰 精神型领导 ３􀆰 ５６ ０􀆰 ５７ －０􀆰 ０５ －０􀆰 １２ －０􀆰 ０２

５􀆰 工作偏离行为 ２􀆰 ２４ ０􀆰 ９８ ０􀆰 ０８ ０􀆰 ２５∗∗ ０􀆰 ２４∗∗ －０􀆰 １７∗

６􀆰 心理韧性 ３􀆰 ７４ ０􀆰 ６８ －０􀆰 ０６ －０􀆰 ２３∗∗ －０􀆰 ０５ ０􀆰 ３３∗∗ －０􀆰 ２７∗∗

７􀆰 集体主义价值观 ３􀆰 ７７ ０􀆰 ６３ －０􀆰 ０７ －０􀆰 １７∗ －０􀆰 ２１∗∗ ０􀆰 ３７∗∗ －０􀆰 ４３∗∗ ０􀆰 ５２∗∗

　 　 注：∗∗表示 Ｐ＜０􀆰 ０１，∗表示 Ｐ＜０􀆰 ０５。

（三） 假设检验

相关分析结果初步证实精神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本文进一步运用

软件 Ａｍｏｓ１７􀆰 ０ 检验精神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直接影响效应， 直接路径系数 β ＝ － ０􀆰 ２０ （Ｐ ＜
０􀆰 ０１）， 表明精神型领导对员工的工作偏离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假设 Ｈ１得到验证。

本文运用软件 Ａｍｏｓ１７􀆰 ０检验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 完全中介模型的影响路径为 “精神型领导－心理

韧性－工作偏离行为”， 不包含从精神型领导到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直接影响路径。 表 ４完全中介模型的拟

合指数良好 （χ２ ／ ｄｆ＝２􀆰 １５； ＲＭＳＥＡ＝０􀆰 ０３； ＧＦＩ＝０􀆰 ９４； ＩＦＩ＝０􀆰 ９４； ＴＬＩ＝０􀆰 ９２； ＣＦＩ＝ ０􀆰 ９４）。 在完全中介模型

的基础上， 增加从精神型领导到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直接影响路径， 建立部分中介模型。 由表 ４可知， 部分

中介模型与完全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无太大差别， 基于模型简约化原则， 完全中介模型是最佳选择。

表 ４　 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模型拟合指数

模型 χ２ ／ 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ＧＦＩ Ｉ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完全中介 ２􀆰 １５ ０􀆰 ０３ ０􀆰 ９４ ０􀆰 ９４ ０􀆰 ９２ ０􀆰 ９４

部分中介 ２􀆰 ２０ ０􀆰 ０３ ０􀆰 ９４ ０􀆰 ９４ ０􀆰 ９１ ０􀆰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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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心理韧性的完全中介效应的路径系数图

完全中介模型的路径系数如图 ２ 所示，
精神型领导到心理韧性的路径系数 （ β ＝
０􀆰 ４７， Ｐ＜０􀆰 ００１） 显著为正， 心理韧性到员

工工作偏离行为的路径系数 （ β ＝ － ０􀆰 ３９，
Ｐ＜０􀆰 ００１） 显著为负， 表明精神型领导通过

提升员工心理韧性水平降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 假设 Ｈ２被证实。
本文采用软件 ＳＰＳＳ１８􀆰 ０检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调节作用。 表 ５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精神型领导与员

工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交互项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显著正相关 （β＝０􀆰 １４， Ｐ＜０􀆰 ０５）， 即员工集体主义价值观越

高， 精神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负向影响越强， 假设 Ｈ３成立。 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调节效应如图 ３所
示， 高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员工比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员工更能促进精神型领导降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

表 ５　 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工作偏离行为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性别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年龄 ０􀆰 １９∗∗ ０􀆰 １６∗ ０􀆰 １５∗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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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续）

变量
工作偏离行为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学历 ０􀆰 ２０∗∗ ０􀆰 １３∗ ０􀆰 １２

精神型领导 －０􀆰 １７∗ －０􀆰 ０１ －０􀆰 ０６

集体主义价值观 －０􀆰 ４３∗∗∗ －０􀆰 ３９∗∗∗

精神型领导×集体主义价值观 ０􀆰 １４∗

△Ｆ ６􀆰 ４３∗ ４１􀆰 ８１∗∗∗ ４􀆰 ３５∗

△Ｒ２ ０􀆰 ０３∗ ０􀆰 １６∗∗∗ ０􀆰 ０２∗

　 　 注：∗∗∗、∗∗、∗分别表示 １％、 ５％、 １０％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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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调节效应

五、 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第一， 精神型领导能有效减少员工工作偏离行为。 已有研究发现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偏离行为具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５０］， 本文的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一观点。 精神型领导在工作中对员工采取内

在激励方式， 依据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相比外在激励而言， 内在激励更能导致员工的积极行为。 精

神型领导通过对员工工作的认可、 个人价值的肯定、 员工需求的理解等内在激励方式使得员工获得尊重

感知， 引导员工真正认同企业发展愿景， 愿意充分发挥自身才能， 以良好的工作表现回报企业， 有效减

少员工工作偏离行为。
第二， 精神型领导通过提升员工心理韧性水平降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 特定工

作情景引发员工特定的情绪反应， 产生相应的工作行为。 精神型领导在指导员工时， 表现出更多的积极

情绪导向行为， 使员工获得精神存在感， 员工被赋予这些正面的情感有助于增强员工心理韧性水平， 缓

解甚至消除员工在遭受挫折时的负面情绪， 避免员工在遭受挫折后， 消极地进行以损害企业利益为代价

的自我补偿行为， 从而减少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产生。
第三， 员工集体主义价值观会影响精神型领导的有效性。 拥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员工认为领导与员

工之间应该是超越简单代理的心理契约关系［５１］， 他们认同领导的理念和行为， 倾向于维持整体的和谐状

态， 他们会淡化自身的心理不平衡等对组织不利的情感， 并且出于对领导、 组织的信任， 愿意牺牲个人

利益服务于组织利益， 这种和谐取向可以抑制工作偏离行为的发生［５２］。
（二）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 （１） 首次构建和验证了精神型领导－心理韧性－工作偏离行为的作用路径。 之

前并未有相关研究探讨精神型领导对员工偏离行为的影响， 本文不仅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并引入心理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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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这一积极心理品质作为中介变量， 有利于解释精神型领导降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心理机制。 精神

型领导对员工的精神性以及心理因素有着重要影响， 因此， 探究精神型领导如何通过影响员工的心理韧

性从而降低员工的工作偏离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２） 本文注意到中国情境下员工的价值观对精神型领导

有效性的影响， 将中国社会具有代表性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纳入分析框架， 发现员工集体主义价值观在精

神型领导和员工工作偏离行为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员工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精神型领导的利他之爱

理念相匹配， 容易使制度约束转化为员工自觉的行为， 使得领导效能能够充分发挥。 研究内容突出了中

国文化背景下员工集体主义价值观这一情境因素， 为中国企业领导者有效开展精神型领导行为进而降低

员工工作偏离行为提供理论指导。
本文的管理启示为： （１） 随着社会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 员工不再满足于物质方面的需求， 对精

神方面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 企业要有效运用精神型领导方式， 关注员工的精神需求和心理健康， 将精

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 减少员工工作偏离行为， 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 促进企业发展； （２） 领导要

向员工描述企业愿景， 给予员工希望和信念， 关怀和肯定员工， 为员工发展提供正能量， 使员工保持积

极的工作情绪， 促进员工提升心理韧性水平； （３） 组织中不同年龄段和生活背景的员工集体主义价值观

存在差异， 随着社会变迁， 员工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也在不断变化， 领导应适时对不同背景员工的集体主

义价值观进行了解， 对不同价值观的员工实施差异化的领导行为。
（三） 研究不足与展望

首先， 本文的研究模型仅探讨了精神型领导的影响效果， 未对精神型领导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 低

权力距离的领导者更容易与员工融为一体， 能更好地向员工传递企业的愿景， 向员工展现关心、 信任、
赞扬等情感， 员工同样也更容易与领导产生共鸣， 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领导的权力距离对精神型领导形

成机制的有效影响。 其次， 本文仅是基于员工心理因素视角中的心理韧性这个理论契合点构建精神型领

导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关系的中介模型， 有研究表明精神型领导对于员工精神需求的满足有助于提升员

工的组织自尊水平， 而员工组织自尊水平的提高会诱发员工向善的动机促使员工做出积极投入工作的行

为， 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将组织自尊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研究。 最后， 本文未考虑组织公平感对精神

型领导与工作偏离行为关系间的影响效应， 有研究指出组织不公平感会造成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等负面行

为， 当员工察觉组织并没有公平地对待自己， 就会影响二者关系， 员工会自发地减少付出和损失以寻求

公平对待， 此时员工更有可能增加自身的工作偏离行为［５３］，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将组织公平感作为调节

变量， 增强研究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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